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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檢視大學生對自身成就的人際歸因方式和歸因動機，是受成就事件本身的類型（橫

向傑出，較無社會比較意涵）或人際關係的特性（事件威脅性與關係親近性）影響，同時探討

成就者的歸因方式是否受其內化的謙虛取向影響。本研究以新北市一所私立大學的 200 位大學

生為對象，回收有效問卷計 192 份。研究採情境實驗法，以事件威脅性與關係親近性為主要變

項設計相關的橫向傑出成就情境。依變項為測量研究參與者在該情境下的人際歸因方式和歸因

動機，並測量其謙虛取向程度。採卡方分析的研究結果顯示：當自己的成就會威脅到對方，研

究參與者多將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運氣）；當成就不會威脅對方，研究參與者對成就的歸因，

則受雙方關係的親近程度影響。當對方為關係親近者，傾向將成就歸因於內在因素（努力、能

力）；當對方為非關係親近者，則是將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運氣）。採 t 考驗對謙虛取向分數的

分析發現，大學生只有在自己的成就不會威脅到對方，且和對方為關係親近者時，其對成就採

內在或外在的人際歸因方式才和個人的謙虛取向分數有關。在此情況下，謙虛取向分數愈高者

愈傾向採外在因素歸因自己的成就。 

關鍵詞：人際歸因、事件威脅性、橫向傑出、謙虛、關係親近性 

一、研究動機 

過去對於大學生對自身成就會如何進行人際歸因的探討，有以成就事件的類別是縱向傑出或橫向傑

出來分析，其觀點是認為此兩類不同的成就事件本身具有的社會比較意涵並不相同，因此成就者會採內

在因素或外在因素來向他人歸因自己的成就，是受到不同成就類別的影響。另一種觀點則著眼於人際互

動的情境特性，認為成就事件本身的類別並不是影響成就者會採內在或外在歸因的主要原因，而是成就

事件對此互動對象是否具有威脅性，以及此互動對象和成就者本身的關係親近性如何，才是影響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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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採內在或外在因素解釋自己成就的主要原因。由於此兩種觀點強調影響大學生對自身成就做人際歸因

的變項並不相同，此容易造成相關理論的混淆。因此，本研究擬進一步檢視大學生對自身成就的人際歸

因方式（內在歸因或外在歸因）和歸因動機，是受成就事件本身的類型（橫向傑出，較無社會比較意涵）

或人際關係的特性（事件威脅性與關係親近性）影響，同時探討成就者的歸因方式是否和其內化的謙虛

取向強度有關。相信研究的結果，對於以此兩種不同的理論觀點來預測大學生對自身成就會採何種歸因

方式的適用性，可以有更進一步的澄清。 

二、文獻探討 

長久以來，西方的研究即發現：人們在解釋有關自我成就的原因時，會有自利偏誤的現象（self-serving 

bias）（Zuckerman, 1979）。也就是說，對於自身的成就個人會傾向做內在歸因；反之，對失敗事件則是

做外在歸因。內在歸因的內容包括了個人的能力和努力；外在歸因則主要是指環境因素，例如運氣或作

業的難度等（Weiner, 2000）。就歸因的型態上來說，成就歸因可以簡單分為：「自我歸因」

（self-attribution），指個人私下對自己的成就做歸因；「他人歸因」（other-attribution），指個人對他人的

成就做歸因；以及「人際歸因」（interpersonal-attribution），指個人對他人解釋自己成就的原因（Hewstone, 

1989）。不管是哪一種歸因型態，在概念上，將成就歸因於自己的內在因素（能力、努力），都被視為是

一種自我增進（self-enhancing）的策略，可以增進個人的自尊或自我概念；反之，將成就歸因於外在自

己無法控制的因素（運氣、作業容易），此在私下自我歸因的情況，被視為自我貶抑（self-effacing），因

其否認自己與成就之間的直接關聯（Miller & Ross, 1975; Zuckerman, 1979）；但如果是在人際歸因的情

境，對自己的成就做外在歸因則被視為「謙虛」，因其可能是受到人際互動情境中，個人想給對方留下

好印象，或其他的情境相關因素影響所表現出來的客氣說法（Baumeister, 1982）。本研究所探討大學生

對橫向傑出成就的歸因方式，即是指「人際歸因」而言，且特別著眼在人際互動情境中，該成就是否會

威脅到對方（覺得被比下去），以及成就者和此歸因對象的關係親近性此兩因素可能具有的影響效果。 

相關研究顯示，西方的個人在自我歸因其成就時，會傾向採能自我增進的歸因方式，亦即將成就歸

因於自己的能力或努力，強調自己才是事件成功的原因（Miller & Ross, 1975; Zuckerman, 1979）。雖然

對自己的成就做自我歸因，在概念上和個人會如何對他人解釋自己成就的人際歸因不同。但對在西方文

化下成長的個人而言，由於個人主義強調個體的獨立自主與內在一致性，個人為維持其自尊或正向自我

觀，偏好以正向的方式來肯定自己（Markus & Kitayama, 1991）。此外，社會讚許的自我呈現方式，亦鼓

勵個人表現自信（Helmreich, Aronson, & LeFan, 1970）。因此，在西方的文化中，對自己或對他人解釋自

己的成敗，一般而言，並不會有明顯的不一致，因為兩者均是採「自我增進」的方式進行。而此，和華

人在對他人解釋自己的成就時，常常表現出謙虛的現象（Bond, Leung, & Wan, 1982; Crittenden, 1996），

則有明顯的不同。 

雖然西方學者認為：維持正向自我觀的需求，具有人類的普同性（Leary, 1999; Steele, 1988; Taylor & 

Brown, 1988; Tesser, 2000）。但持文化自我觀（cultural-self perspective）的心理學者，則有不同的看法，

其認為：西方個人主義文化所建構的「獨立我」自我概念（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強調自我肯定、

競爭和獨立自主，在此文化下成長的個人自然重視對自我能力的評價和自尊的維持。相對地，東方集體

主義文化下所建構出來的「相依我」自我概念（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強調的則是為他人設想和

人際關係的和諧。在此文化下成長的個人在意的則比較是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和評價，而非西方文化所強

調的自尊（Heine, Lehman, Markus, & Kitayama, 1999; Markus & Kitayama, 1991）。相關的研究的確顯示，

華人不管是對自己的成就表現做歸因或自我評量，都傾向謙虛和保守，而不若西方人般地自誇和自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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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樊景立、鄭伯壎，1997；Bond et al., 1982; Farh, Dobbins, & Cheng, 1991）。 

（一）華人對成就的人際歸因 

由於深受儒家文化影響，華人對自己的成就謙虛，基本上可以被視為是一種道德人格的追求。所謂

「卑以自牧，自養其德」，藉由對自己成就的自謙、自貶，可以反映自己永遠有待改進的態度（胡金生、

黃希庭，2006）。而此落實在和他人的日常互動時，便慢慢地成了個人對自己成就自表的一項社會規範。

所謂「謙受益，滿招損」，在此「不讚己長」的社會規範影響下，華人傾向對自身的成就低調、保守，

並認為此是個人良好教養的表現（王晴巧、孫蒨如，2007）。也因此，華人在和他人互動時，不若西方

人偏好以內在因素來歸因自己的成就。 

除了「不讚己長」社會規範的遵守，另一個常被拿來解釋華人對自己成就謙虛的觀點則是保護他人

的面子。由於儒家社會互動的重心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個人在為人處世方面需處處小心，以保護對方

的面子（彭泗清，1993；楊國樞，1992；Leung, 1996）。因此，當個人的成就隱含著互動對方的失敗時，

基於同理對方的感受，華人常會以運氣來解釋自己的成就，並據此安慰對方不是自己的能力或努力高過

對方，而是外在不可控制的因素「運氣」使然。 

周欣樺（2002）的研究即發現：雖然在如大學甄試的人際競爭情境中，台灣的大學生會將自己的學

業成就歸因於自己的努力，但在和同學相處的人際和諧情境，則是傾向將自己的同一學業成就歸因於運

氣。也就是說，華人大學生對於自身成就的歸因，常受到當時所處的情境影響，當情境需要個人強調能

力以爭取有利的結果，則謙虛並非合於此情境的適切反應；相對地，在人際和諧的情境，基於對人際關

係的維持，謙虛便成為一強而有力的社會規範。 

不同於周欣樺（2002）研究操弄的情境，是個人為了獲取想要的資源（大學入學甄試），因此會自

我增進地對成就做內在歸因（努力）；反之，在人際和諧的情境，則是為了避免自己的成就威脅到他人

而謙虛地將成就做外在歸因（運氣）。韓貴香（2010）的研究則是以大學學測的表現為研究情境，探討

大學生在競爭獲勝後，如何對不同的他人歸因自己的成就以及其背後的動機有無不同。其研究所分析的

人際關係特性有兩種，其一為成就事件對歸因對象是否具有威脅性（同一競爭中的失敗者）；其二為此

歸因對象與成就者之間關係親近的程度。其研究結果顯示：當個人的成就會威脅對方時，則不管和對方

關係親近與否（好友 vs. 同學），研究參與者基於「體貼對方感受」，都是以外在因素的「運氣」來解釋

自己的成就。當此成就不會威脅到對方時，研究參與者對成就的歸因，才受到與互動對象關係親近程度

的影響。當對方為關係親近者（父母），基於和對方「榮耀分享」，「努力」是最常被提及的理由。但如

果對方為非關係親近者（鄰居），則基於遵守「不讚己長」的社會規範，研究參與者選擇的主要歸因方

式則是「運氣」。值得注意的是，此和成就事件對對方具有威脅性時，個人也是將成就歸因於運氣的情

況並不相同，因為在後者個人對自己的成就謙虛，是基於「體貼對方」的同理心。這樣的研究結果顯示，

即使是在強調人際和諧的情境中，華人大學生也和西方人一樣，都有可能表現出強調自己優點的自我增

進行為。只不過由於儒家社會的氛圍並不鼓勵自誇，因此，自我增進的人際歸因方式僅表現在關係親近

者之間。 

（二）縱向傑出與橫向傑出 

延續 Tafarodi、Marshall 以及 Katsura（2001）的研究將集體主義社會所追求的生活目標，分為：「縱

向傑出」與「橫向傑出」兩大類的想法。Hwang、Chen、Wang 與 Fu（in press）認為儒家社會亦同樣存

在縱向傑出與橫向傑出兩種成就目標。縱向傑出的成就目標是指社會大眾所普遍認可的成就，例如考上

好的大學、上理想的系所，個人獲致這類的成就，通常可以得到整個社會的肯定和讚美；橫向傑出的成

就目標則是指個人基於自身的興趣而追求的成就，例如在歌唱比賽或球類競賽中表現突出，獲致這類的

成就雖然可以得到擁有相同興趣者的肯定，但其他的人對此成就可能就不會太在意。根據前述 H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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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對此縱向傑出與橫向傑出所提的觀點，個人獲致這兩類不同的成就，對於其互動的同儕而言，應該

具有不同的社會比較意涵，因此，成就者對這兩類不同的成就會採不同的人際歸因方式。 

與縱向傑出和橫向傑出的概念接近，陳舜文（2005）認為華人的成就目標可以概分為「社會成就目

標」和「個人成就目標」。社會成就目標是指內團體或社會重視的目標，且由內團體（如父母）設定表

現目標與標準；而個人成就目標則是指基於個人興趣，由個人自行設定表現的目標與標準。由於個人獲

致社會成就目標的成就，明顯會對互動的他者造成被比下去的社會比較效果，因此個人會傾向以外在歸

因（運氣）的方式，來對他人解釋自己的成就。反之，個人成就目標的成就則因不是社會普遍追求的成

就，而相對較無社會比較的意涵，因此，個人可以大方地以內在歸因的方式（努力），來對他人解釋自

己的成就。其研究的確發現：華人大學生對於成就事件的歸因方式，要視成就事件的類型而定，對於「社

會成就目標」如果歸因的對象是自己，研究參與者傾向歸因於「努力」，其次是「運氣」；如果歸因的對

象是朋友，則是傾向將成功歸因於「運氣」。不過，如果成就事件的性質是屬「個人成就目標」，則當歸

因的對象是自己，研究參與者會同時將成功歸因於「努力」和「能力」，但如果歸因的對象是朋友，則

主要是將成功歸因於「努力」其次才是「運氣」。 

（三）關係親近性與事件威脅性 

前述韓貴香（2010）研究操弄的成就事件（大學學測），應是屬陳舜文（2005）所分類的「社會成

就目標」以及 Hwang 等人（in press）所提的「縱向傑出」。若就研究的結果來看，雖然兩個研究的結果

相似，成就者在人際歸因時多會對自己的成就謙虛。但針對此兩個研究比較，可以發現其不同之處在於：

1. 陳舜文的研究並未探討成就者和互動對象之間的關係親近性；以及，2. 陳舜文的研究立論點在不同

類型的成就事件（社會成就目標 vs.個人成就目標）具有不同的社會比較意涵，而韓貴香的研究則直接

以成就事件是否對互動對象造成威脅（被比下去）來操弄社會比較的效果。先就與互動對象關係的親近

性對成就者如何歸因自己成就的影響來看，過去的研究習慣以「類化他人」為比較標的來探討與個人「自

我增進」有關的行為（Krueger, 1998; Taylor & Brown, 1988）。嚴格說來，對著重個人主義思考模式的西

方文化而言，這樣的比較可能是適當的，因為「他人」相對於自己來說都是他者，人際間的關係脈絡並

不是那麼重要。然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華人社會，卻是一個以關係導向為主的社會（relationship-dominant 

society），處於不同關係情境中的個人，其適當的行為表現是依互動對象和自己的不同關係而定。Ho

（1998）即強調在探討華人的社會行為時，應採取方法上的關係主義（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來

探討個人面對不同關係對象時的反應。Gao（1998）的研究即指出對華人而言，關係親近者是我們可以

分享成就喜悅和真實表達自我的自己人（insiders）。與自己人互動時，如果過於見外和客套，反會讓人

有虛偽和矯情的不舒服感受。若此，在面對關係親近者時，對自己的成就採內在歸因（能力、努力）不

僅可以增進個人的自我感受，也可以突顯與這些關係親近者共享的「面子」榮光。反之，對非關係親近

者，由於雙方關係的情感基礎，並沒有深厚到可以任意表現出真實的自我（Hwang, 1987）。因此，不自

誇這種受社會規範約束的歸因方式，自然成了個人向這些對象描述自我成就時的適切行為。循此，我們

似乎可以合理地認為，要推論成就者會如何對他人歸因自己的成就，應將此互動對象的關係親近性納入

考量。 

此外，以成就事件的社會比較效果（威脅性）來看，Hwang 等人（in press）與陳舜文（2005）主要

是認為「縱向傑出（社會成就目標）」與「橫向傑出（個人成就目標）」這兩類成就在本質上並不一樣，

其造成的社會比較效果強度也有別。所以在與他人互動時，對較有社會比較效果而可能威脅到他人的縱

向傑出成就應採外在歸因，但對較無社會比較色彩與較不具威脅性的橫向傑出成就則可以採內在歸因。

此不同於韓貴香（2010）的研究觀點，是直接以成就事件對互動對象是否具有社會比較的威脅性來分析。

若依韓貴香的觀點，則不管是橫向傑出或縱向傑出的成就，只要此成就威脅到對方，成就者應該都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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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歸因（運氣）的方式，來向對方解釋自己的成就而表現出謙虛，而此行為背後的原因，則是同理對

方的感受並給對方留面子。相對地，在該成就事件不會威脅到對方時，依韓貴香的研究發現，成就者會

如何向互動對象歸因自己的成就，要視此對象和成就者之間關係的親近程度而定。當對方為關係親近者

時，個人基於榮耀分享的動機，會傾向將成就歸因於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反之，如果對方為非關係親近

者，則基於不讚己長的社會規範，個人會將成就歸因於運氣，此也是前述韓貴香與陳舜文研究不一樣的

地方。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將以橫向傑出（個人目標）的成就事件（歌唱比賽），重新檢驗華人

大學生對自身成就的人際歸因方式，是受成就事件本身的類型（橫向傑出，較無社會比較意涵），或人

際關係的特性（事件威脅性與關係親近性）影響，同時探討成就者在做人際歸因的同時，是否涉及不同

的動機。 

（四）謙虛取向的影響 

雖然西方的學者認為，個人對自身的成就傾向做內在歸因，對失敗事件則做外在歸因的現象，是源

於個人為了維持正向自我觀所產生的動機性偏誤（Greenwald, 1980; Steele, 1988; Zuckerman, 1979）。然

而，對在儒家文化薰陶下成長的大學生而言，由於在其成長的過程中，個人並不被鼓勵對自己的成就或

能力作過度的吹捧（Cai, Brown, Deng, & Oakes, 2007; Kurman, 2001, 2003），因此，在有所成就時，自然

也不若西方人般容易表達對自己的正面評價。王晴巧與孫蒨如（2007）即指出，華人特有的負向自我描

述，如自謙等，其實可視為華人從事印象整飾的策略之一，個體並非如其宣稱地認為自己差，而是想要

獲得他人覺得自己是個有教養者的正向評價。因此，在人際和諧的情境中，基於社會謙虛規範的約束力，

華人傾向將自身的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應是一合理的推論。不過，這樣的推論卻和韓貴香（2010）的研

究結果不盡吻合，因為該研究的主要結果發現：基於「不讚己長」社會壓力而表現出來的謙虛，主要是

表現在面對非關係親近者的情境。在互動對象為親近他人時，其研究參與的大學生對成就的主要歸因方

式是能彰顯自我的「能力」和「努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韓貴香的研究結果亦發現：即使在成就

事件不會威脅到關係親近者（父母）時，仍有超過三成的研究參與者選擇做外在歸因（運氣和題目簡單）。

在這樣的情況下，僅以社會規範的約束力來解釋，則可能過於簡單。如前所述，在自己的成就對對方不

具威脅時，謙虛並非對自己人的適切反應，換言之，謙虛規範在此情境下應不具拘束力或不適用。如此，

則有沒有可能是這些「過度」習於對自己的成就謙虛者，是因其在成長的過程中，不僅學會遵守謙虛的

社會規範，甚且，相較於將成就做內在歸因者內化了更強的謙虛信念，而使謙虛成了自己的一種行為傾

向和特質，此則是本研究想檢驗的第二個研究議題。 

三、研究問題 

綜合前述對「縱向傑出（社會成就目標）」與「橫向傑出（個人成就目標）」成就事件類別的社會比

較效果（陳舜文，2005；Hwang et al., in press），以及韓貴香（2010）以成就事件對互動對象是否具有威

脅性和雙方關係親近性的分析觀點。本研究將以橫向傑出（個人目標）的成就事件（歌唱比賽），檢驗

兩個相關的研究問題： 

（一）大學生對自身成就的人際歸因方式，是受成就事件本身的類型（橫向傑出，較無社會比較意

涵）影響，或人際關係的特性（事件威脅性與關係親近性）影響。 

（二）成就者在對不同關係對象做人際歸因時，其背後是否涉及不同的動機。 

此外，韓貴香（2010）的研究結果發現：即使在成就事件不會威脅到關係親近者時，仍有超過三成

的研究參與者選擇做外在歸因，此可能和個人內化的謙虛取向強度不同有關。因此，本研究針對此提出

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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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互動對象為關係親近者，且此成就並不會威脅到此對象時，對自己的成就仍傾向採外在歸

因者的謙虛取向分數高於將成就做內在歸因者。 

方  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參與者為選修「心理學導論」與「社會心理學」課程的學生，本研究共發出二百份問卷（四種

版本各五十份），回收的有效問卷一百九十二份，除一位沒有填答性別外，其中男性九十七人（50.5%），

女性九十四人（49%）。 

二、研究設計 

採情境實驗法，利用故事建構操弄實驗情境，自變項有兩個：一為事件威脅性，設計為「會」和「不

會」威脅到互動對象；另一為關係親近度，分為「關係親近」和「非關係親近」，因此是一個 2（事件

威脅性：會 vs.不會）X 2（關係親近度：關係親近 vs.非關係親近）的二因子設計。為了避免不同的問

卷情境並陳容易讓研究參與者猜到真正的研究目的，因此採受試者間（between-subjects）設計，每位參

與者僅填答一種情境問卷。依變項則是研究參與者對該成就事件的歸因理由和動機，同時也測量研究參

與者的謙虛取向分數。 

三、研究工具 

（一）成就事件的選擇與設計 

在設計情境時，為兼顧成就威脅性和關係親近性的操弄是在同一種人際關係基礎上，並可以直接與

陳舜文（2005）的研究結果做比較，因此選擇其研究所採用的歌唱比賽為情境故事背景。情境的主要內

容敘述故事主角「子晴」是一位大學生，由於喜愛唱歌因此參加某一電視歌唱比賽，經過幾次激烈競爭

後，子晴果然以優異的成績獲勝……。接下來情境便操弄子晴歌唱比賽獲勝之後，對不同關係對象歸因

自己比賽獲勝的原因。 

（二）關係親近度與事件威脅性 

關係親近度主要是操弄有成就者和互動對象之間「親近」vs.「非親近」的關係，而事件的威脅性則

是操弄子晴歌唱比賽的優異表現「會」vs.「不會」威脅到此互動對象。茲將此四種對象在問卷中的描述

摘錄於下，問卷中除了這部份的操弄描述外，其餘均保持一致。 

1. 關係親近/有威脅：子晴在班上有一個同樣喜愛唱歌的好友兼死黨亞旭，這次的歌唱大賽亞旭也

報了名，可是，亞旭在進入決賽前因表現不理想而遭到淘汰……。 

2. 關係親近/無威脅：子晴在班上有一個好友兼死黨亞旭，亞旭雖然不愛唱歌，但很鼓勵子晴參加

這次的歌唱大賽……。 

3. 非關係親近/有威脅：亞旭是子晴班上的同學，不過子晴和亞旭並不是特別熟識，私下的互動也

不多。在比賽時子晴發現這次的歌唱大賽亞旭也報了名，可是，亞旭在進入決賽前因表現不理想而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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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 

4. 非關係親近/無威脅：亞旭是子晴班上的同學，不過子晴和亞旭並不是特別熟識，私下的互動也

不多……。 

（三）情境操弄的有效性 

為確認前述情境對於「關係親近度」和「事件威脅性」兩變項操弄的有效性，先以 60 位選修「心

理學導論」的大學生（每種情境 15 人）進行操弄檢核。參與者在讀完情境故事後，需想像自己是故事

主角子晴，並回答故事後附的操弄效果檢核題目。其一為評量子晴和互動對象的關係親近程度，題目的

設計為「子晴與亞旭的關係親近程度如何？」研究參與者須依 9 點量表（1 ＝ 一點都不親近；9 ＝ 非

常親近）評量該對象與子晴的關係親近度；其二為評量子晴歌唱比賽獲勝對對方的威脅性如何，題目的

設計為「子晴歌唱比賽的優異表現會不會讓亞旭有被比下去了的感覺？」研究參與者同樣須依 9 點量表

（1 ＝ 一點都不會；9 ＝ 非常可能）回答此問題。針對回收的 60 份情境操弄檢核問卷（男性 31 份，

女性 29 份），以 t-test 檢驗參與者對關係親近者與非關係親近者的親近性評量，結果顯示其間有顯著差

異（M = 7.23，SD = 1.22 vs. M = 3.13，SD = 1.35，t（58） = 22.28，p < .001）。以同樣的方法檢驗事件

威脅性操弄的效果，結果同樣顯示有威脅與無威脅的操弄兩者之間有顯著差異（M = 6.03，SD = 1.90 vs. 

M = 3.46，SD = 1.86，t（58） = 7.03，p < .001）。此結果顯示，前述研究設計的情境，對於關係親近度

和事件威脅性的操弄是有效的，並可將之用來當作正式施測的實驗情境。 

（四）有效樣本的檢驗 

正式施測所用的情境是採上述已經檢驗過操弄效果的情境。不過為了確認研究參與者的確注意到情

境故事所操弄的細節，正式施測時，仍要求參與者在讀完情境故事後回答故事後附的檢核題目。題目之

一為確認亞旭和子晴的關係；其二為確認亞旭是否有參加歌唱比賽。如果研究參與者答錯檢核題，表示

情境的操弄並不成功或填答者在回答問卷時並不用心。因此，在分析資料時會將這些問卷排除。 

（五）歸因理由 

問卷在設計時，參考 Weiner （1986）、Yan 與 Gaier （1994）、陳舜文（2005）以及韓貴香（2010）

等相關研究對成就歸因的分類方式（努力、能力、運氣、作業難易度等），配合本研究歌唱比賽的情境

來設計可能的理由。由於 Weiner 在提出成就歸因的「能力」因素時，是著眼在個人天生的能力和天份

此一內在但卻非個人可以控制的部份。而在本研究所設計的情境，對於參加歌唱比賽的業餘歌手而言，

設計「我有歌唱能力」的對白似乎沒有「我有歌唱天份」貼近日常生活上的對話。因此，本研究將可能

回答的歸因理由設計為：1. 我很努力嘛；2. 我運氣好啦；3. 我有天份啊；4. 那首歌剛好很容易唱；以

及 5. 其他（請說明）。而選項 3. 我有天份在此研究中僅是天生能力的替代性表達。研究參與者在讀完

情境故事後，需想像如果自己是故事主角子晴，在面對上述不同關係對象時，會選擇哪一種歸因理由（單

選）。 

（六）歸因動機 

仿韓貴香（2010）質化研究所分析的三種歸因動機（謙虛規範、榮耀分享和體貼對方），同時考量

研究參與者選擇以能力和努力為解釋成就的理由時，也有可能和在西方文化中成長的人一樣，是為了維

持「正向自我觀」，因此加入一「如果自己很棒，就應該說出來」的選項。此外，再增加一「其他」的

選項以避免這四種動機仍有不足。問卷中的選項描述為：1. 和對方分享自己歌唱比賽優勝的喜悅；2. 體

貼對方的感受並保護對方的面子；3. 如果覺得自己很棒，就應該說出來；4. 做人不可以驕傲，所以不

應該誇口自己的成就；5. 其他（請說明）。研究參與者在選擇完人際歸因的理由後，接下來須由上述的

不同動機中，挑選一項自己之所以這樣向對方解釋自己歌唱比賽獲勝的原因（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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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謙虛取向量表 

雖然謙虛在華人社會中是個普遍的概念，可惜目前仍未有針對華人設計和發展的中文謙虛量表。因

此，本研究參考 Kurman（2001, 2003）比較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文化個人謙虛取向差異之謙虛取向量表。

此量表原文為英文，由研究者先翻譯成中文，再請一位英文系的老師回翻成英文，以確保題目沒有偏離

原來的題意。由於原量表的二十一個題目有些在題意上過於接近，因此，刪除相類似的題目例如「我想

自誇是一件沒有禮貌的事」與「即使是真的很優秀，我還是覺得過度誇口自己的成就是很不禮貌的」之

後保留十個題目，研究參與者需依六點量表（1 代表非常不符合；6 代表非常符合）圈選適合描述自己

的數字。此外，為確保此十個題目的確是測量同一構念，研究者採最大估計法針對此 10 個題目進行因

素分析，結果顯示只有一個比較大的因素（Eigenvalues = 4.29），且此因素佔 49%的變異量。此顯示：

依題意來看，此 10 道題目的確是測量謙虛這一個構念。在尚無針對華人設計的謙虛量表的情況下，此

量表應該是一適當的測量工具。此十個題目在本研究中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α = .76，分數分布在 22 ~ 54

分之間。 

四、研究程序 

本研究是以情境問卷為研究工具，採團體施測的方式在研究者任課的班級進行。由於研究的四種情

境是採受試者間設計，因此在分派問卷以前，先以隨機的方式將四種不同的問卷版本加以混合，每位研

究參與者僅回答一種情境問卷。 

五、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的情境問卷在回收後，研究者先將答錯檢核題、答題不完整以及歸因理由無法分類的問卷排

除。之後再將問卷的資料鍵入個人電腦，並利用 SPSS14.0 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分析方法如下： 

（一）以卡方同質性和卡方適合度考驗法，檢驗在不同情境研究參與者對不同歸因理由和歸因動機

的人數分佈有無差異（研究問題 1 和 2）。 

（二）以 t 考驗檢驗在不同情境中（特別是在關係親近/無威脅），採內在歸因或外在歸因者的謙虛

取向分數有無差異（研究問題 3）。 

結  果 

研究共發出二百份情境問卷，回收兩百份，在回收的問卷中有五位研究參與者答錯檢核題，一位回

答問卷不完整，因此在分析時直接將這些問卷排除。此外，有兩位填答者圈選的歸因理由為「其他」，

其中一位說明自己會回答「謝謝你，然後微笑」，另一位表示會回答「都是因為有你的加油」，由於無法

將這兩份問卷歸類，因此將之排除。最後研究分析的有效問卷共一百九十二份（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96%）。其中關係親近/無威脅的問卷為四十七份，非關係親近/有威脅的問卷四十七份，關係親近/有威脅

的問卷為五十份，以及非關係親近/無威脅的問卷則為四十八份。 

在開始分析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之前，先檢驗研究參與者對成就事件所選擇的歸因理由有無性別效

果，結果發現性別和歸因理由之間並無關聯（χ2（3，N = 191） = 2.59，p > .05），因此，後續的分析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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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排除性別效果的考量。 

一、歸因理由的檢驗 

茲將四種版本的研究參與者選擇的歸因理由和動機整理於表 1。需先說明的是在進行卡方分析時，

倘遇到自由度（df）= 1 而且理論次數（不是觀察次數）又小於 5 的時候，必須進行耶茲氏校正（Yate’s 

correction for continuity）（林清山，1992）。經檢查表 1 雖然有幾個細格的觀察次數小於 5，但此研究在

檢驗其研究問題時所進行的卡方分析，並沒有剛好同時吻合上述這兩種情況者（有 0 的細格 SPSS 內鍵

的程式會自動忽略且不計算自由度），因此本研究是直接採未校正過的卡方值來判讀其顯著性。 

為回答研究的第一個問題，華人對自身「橫向傑出」成就的人際歸因，是受成就事件本身的性質（個

人成就目標），或人際關係的特性（事件威脅性與關係親近性）影響。在分析時先以 χ2同質性考驗法，

檢驗研究參與者對四種不同關係對象所做的歸因有無顯著差異。結果發現，參與者對不同關係對象選擇

的歸因理由的確有差異（χ2（9，N = 192） = 73.80，p < .001）。進一步以 χ2適合度考驗法檢驗，發現在

「關係親近/無威脅」的情境中，研究參與者選擇的歸因理由雖然四種都有，但其間的差異達顯著（χ2

（3，N = 47） = 18.28，p < .001），其中「努力（41%）」和「運氣（38%）」同是主要的歸因理由，其

次是「天份（19%）」，至於「歌曲容易（2%）」則是最不被選擇者。至於在「關係親近/有威脅」、「非關

係親近/有威脅」以及「非關係親近/無威脅」的情境，絕大多數的研究參與者都是選擇「運氣」為主要

的歸因方式（分別為 χ2（2，N = 50） = 53.56，p < .001；χ2（2，N = 47） = 57.49，p < .001 以及 χ2（2，

N = 48） = 58.63，p < .001）。 

表 1  研究參與者對不同關係對象所選擇的人際歸因理由和動機之次數分布 

互動對象 

歸因動機 

歸因理由 

關係親近/無威脅 

（n = 47） 

關係親近/有威脅 

（n = 50） 

非關係親近/有威脅 

（n = 47） 

非關係親近/無威脅 

（n = 48） 

努

力 

社會規範 

19 

（41%） 

3 

3  

（6%） 

0 

1 

（2%） 

0 

4 

（8%） 

1 

體貼對方 2 1 0 0 

正向自我 1 1 0 1 

榮耀分享 13 1 1 2 

天

份 

社會規範 

9 

（19%） 

0 

0 

0 

0 

0 

0 

0 

體貼對方 0 0 0 0 

正向自我 4 0 0 0 

榮耀分享 5 0 0 0 

運

氣 

社會規範 

18 

（38%） 

7 

41 

（82%） 

6 

40 

（85%） 

10 

41 

（86%） 

25 

體貼對方 0 33 26 7 

正向自我 0 1 0 0 

榮耀分享 11 1 4 9 

 社會規範  0  1  2  0 

容 體貼對方 1 0 6 4 6 3 3 0 

易 正向自我 （2%） 0 （12%） 0 （13%） 0 （6%） 0 

 榮耀分享  1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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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歸因動機的檢驗 

同樣先以 χ2同質性考驗法，檢驗研究參與者對四種不同關係對象所選擇的歸因動機有無不同。結果

發現其間的確有差異（χ2（9，N = 192） = 95.76，p < .001）。進一步以 χ2適合度考驗法檢驗，發現在「關

係親近/無威脅」的情境中，研究參與者選擇的主要動機是「榮耀分享」（χ2（3，N = 47） = 40.57，p < .001）。

在「關係親近/有威脅」和「非關係親近/有威脅」的情境，研究參與者選擇的主要動機都是「體貼對方」

（分別為 χ2（3，N = 50） = 70.48，p < .001 以及 χ2（2，N = 47） = 18.17，p < .001）。至於在「非關係

親近/無威脅」的情境，絕大多數的研究參與者則是選擇「謙虛規範」為主要的動機（χ2（3，N = 48） = 

28.83，p < .001）。 

三、謙虛取向效果的檢驗 

本研究要回答的第三個問題是，在特別是成就事件不會威脅到關係親近者的情況下，仍選擇對自己

的成就做外在歸因（運氣和題目簡單）者，相較於將成就做內在歸因（努力和天份）者內化了更強的謙

虛信念，因此其謙虛取向分數應會較高。在分析之前，先將研究參與者在此量表十個題目的得分加總為

其謙虛取向總分，再將「運氣」和「歌曲容易」合併為外在歸因，「努力」和「天份」合併為內在歸因。

茲將不同情境的研究參與者選擇內在歸因和外在歸因者的人數、謙虛取向平均數和標準差整理於表二。 

表 2  不同情境選擇內在歸因 vs.外在歸因者的謙虛取向平均數 

歸因對象 

歸因動機 
關係親近/無威脅 關係親近/有威脅 非關係親近/有威脅 非關係親近/無威脅 

內在歸因 

n = 28 

M = 33.93 

SD = 4.05 

n = 3 

M = 34.00 

SD = 3.61 

n = 1 

M = 33.00 

SD =0.00    

n = 4 

M = 33.25 

SD = 3.50 

外在歸因 

n = 19 

M = 37.68 

SD = 4.24 

n = 47 

M = 35.06 

SD = 4.30 

n = 46 

M = 33.73 

SD = 4.71 

n = 44 

M = 34.11 

SD = 4.51 

在分析時，直接以 t-test 針對關係親近/無威脅這一情境的研究參與者，比較其選擇內在歸因和外在

歸因者的謙虛反應分數有無差異，考驗結果顯示此兩組之間的謙虛分數有顯著差異，內在歸因組的謙虛

取向分數低於外在歸因組（內在歸因組 M = 33.93，SD = 4.05，N = 28；外在歸因組 M = 37.68，SD = 4.24，

N = 19；t（45）= -3.06，p < .01）。至於其他三種情境由於人數差異過大，因此沒有太多比較的實質意義，

且採 t-test 分析的結果，內在歸因組和外在歸因組的謙虛分數都無顯著差異（分別為關係親近/有威脅：

t（48） = 0.96，p > .05；非關係親近/有威脅：t（45） = 0.216，p > .05；非關係親近/無威脅：t（45）= 

0.89，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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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本研究以歌唱比賽為研究情境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即使是對較不具社會比較效果的「橫向傑出」

而言，研究參與者對此成就的人際歸因理由亦不儘然就是努力，而是要看互動對象是「誰」而定。當對

方為關係親近且此成就又不會威脅到對方時，基於「榮耀分享」的動機，「努力」和「運氣」的確都是

研究參與者主要的歸因理由。不過，當自己的成就會威脅到對方時，研究參與的大學生基於體貼對方的

感受，會將成就歸因於運氣。值得注意的是，當事件不會威脅到對方但和對方並不熟悉時，參與研究的

大學生仍是將成就歸因於運氣，不過動機則是基於「社會謙虛規範」的影響。此外，研究還發現在面對

關係親近且自己的成就又不會威脅對方時，會將成就做外在歸因者，其謙虛取向分數明顯高於採內在歸

因者。 

討  論 

整體而言，本研究採歌唱比賽為研究情境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大學生在對他人解釋自己的成就事

件，會採內在歸因（努力、能力）或外在歸因（運氣、作業容易），基本上和成就事件本身的性質是「橫

向傑出/個人成就目標」或「縱向傑出/社會成就目標」（陳舜文，2005）無關，而是受到該成就會不會威

脅到對方，以及互動對象和自己的關係親近程度而定（韓貴香，2010）。在成就會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

不管雙方的關係親近與否，研究參與者都是傾向將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特別是運氣）。當此成就不會

威脅到對方時，如果互動對象是非關係親近者，研究參與者基於謙虛規範會將成就歸因於運氣；不過，

當此對象為關係親近者，個人在歸因自己的成就時則可以比較隨性，分析研究所收集到的資料（表 1）

發現，多數的研究參與者會將成就歸因於自己的內在因素。研究同時以謙虛取向量表檢驗在此情境中（關

係親近/無威脅），個人對其成就會歸因於內在因素或外在因素是否受其內化的謙虛信念影響，研究結果

支持這樣的想法，對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者之謙虛取向分數顯著高於將成就歸因於內在因素者。 

本研究的結果也發現，當自己的成就會威脅到對方的自我，以及事件雖不會威脅到對方但和對方並

不熟悉時，研究參與者都是傾向將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特別是運氣），不過在其成就「會」或「不會」

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對成就謙虛的動機其實很不一樣。在自己的成就會威脅對方，謙虛的動機是基於

體恤對方的感受，此是一種同理心的表現，謙虛不但可以給對方保留面子，也可以維護雙方之間關係的

和諧（彭泗清，1993；楊國樞，1992）；在成就不會威脅到對方，但和對方又不是太過熟識時，將成就

歸因於外在因素的運氣，則是基於「社會謙虛規範」而表現出來的教養行為，並可藉此得到互動對方正

面的評價（王晴巧、孫蒨如，2007）。 

過去的研究顯示華人大學生在向外歸因自己的成就時，會謙虛地將自己的成就歸因於運氣（Bond et 

al., 1982; Stipek, Weiner, & Li, 1989）。本研究則更進一步發現，即使是在人際和諧的情況下，華人大學

生也可能和西方人一樣採可以自我增進的方式歸因自己的成就，而不一定總是表現謙虛。只不過由於整

個社會規範的氛圍強調「不讚己長」，因此，強調自己努力或能力的自我增進行為，比較是表現在關係

親近者之間，而且是在此成就不會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此和韓貴香（2010）的研究結果一致。就如

Gao（1998）所言，情感性關係是我們分享成就喜悅，也是可以真實表達自我的對象，與之互動時如果

過於見外和客套，反會讓人有虛偽和矯情的不舒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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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的理論和實務貢獻 

本研究的結果對於理論和實務上都有其價值和貢獻。在理論方面，Hwang 等人（in press）認為，由

於「縱向傑出」（社會成就目標）涉及內團體或社會重視的目標；而「橫向傑出」（個人成就目標）則是

個人基於興趣所設立的目標。由於此兩種傑出所代表的社會比較意涵並不一樣，因此，個人在對他人歸

因此兩種成就時，對屬縱向傑出的成就（學業），會以「運氣」來解釋；但對屬橫向傑出的成就（唱歌），

則會歸因於努力（陳舜文，2005）。然而，本研究針對橫向傑出的歌唱比賽操弄成就事件會與不會威脅

到互動對方的情境，結果顯示只要此成就會威脅到對方，研究參與者就會將成就歸因於運氣。也就是說，

成就事件的類型雖然具有不同的社會比較意義，但本研究所探討的該成就是否會直接威脅到此互動的他

者，對預測大學生在有所成就時會不會採謙虛的人際歸因方式，應該是更有意義和有預測力的因素。 

在實務上，本研究的結果則有益於對真實人際互動的理解，以採取有效和有利於維持人際關係的行

為。在個人的成就會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不管此讚美自己的他者和自己的關係親近與否，基於同理心

的考量，此時成就者適當的回應方式是謙虛，甚且，互動雙方在成就者回應謙虛之後，此一主題的社會

互動就應該結束，或轉移另一個話題。因為至此雙方都盡了彼此社會互動的義務，讚美者已經表達了佩

服的風度，而成就者也回應了同理的謙虛。但在自己的成就並不會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則成就者回應

了謙虛之後，此社會互動並未停止。依 Han（2011）採謙虛腳本（modesty script）的觀點來看，此時成

就者表現的謙虛其實是開啟了一個社會互動的腳本，成就者謙虛之後，期待的是互動的對方能否定自己

的謙虛並更進一步的稱讚自己，如此，可以增進成就者的自我價值，並維持成就者和讚美者之間的人際

關係之和諧。也就是說，雖然成就者在面對不同的人際關係時，都可能對自己的成就採外在歸因，但其

謙虛背後不同的動機，其實意謂著之後不同人際互動的適當性，特別是在此成就對個人並不具威脅性的

情況下，對此成就者不吝多讚美幾句，可以有效維持雙方之間彼此的關係。 

二、本研究在方法上的限制 

本研究在探討大學生的成就歸因時，是採 Weiner（1986, 2000）的四種分類：能力、努力、運氣與

作業難易度。前兩項通常被合併視為內在歸因(internal attribution)，因為不管是能力或努力，都意謂著個

人本身是事件成功的主要因素；後兩項則被稱為外在歸因(external attribution)，因為不管是運氣或作業

容易，都是外在於個人的因素。雖然直接將成就的歸因方式做此四種分類略嫌簡單，對成就歸因的因素

是否只有 Weiner 所提的這四個因素也有不少人質疑。但相關的研究搜集各種可能的成就歸因內容後，

再以因素分析的方法檢驗，則發現不同的歸因內容，最後其實多是反映上述 Weiner 的四種分類(Meyer, 

1980; Weiner, 1986)。也因此，以能力與努力（內在歸因）、運氣和作業容易（外在歸因）來探討成就歸

因，是一被普遍接受的概念(Arkin, Cooper, & Kolditz, 1980; Campbell & Sedikides, 1999; Mullen & Riordan, 

1988; Yan & Gaier, 1994)。 

本研究和過去相關的研究在方法上不同之處，在於過去的研究是要求研究參與者同時評量四種不同

歸因理由（能力、努力、運氣、作業難度）的可能性（重複量數），在分析時則同時比較此四個理由，

此時碰到的難題常常是運氣（外歸因）和努力（內歸因）同時都被評量為高分，因此在區辨其究竟為謙

虛或自我增進的行為時就不是那麼有說服力（周欣樺，2002；陳舜文，2005）。因此，本研究在依變項

的處理，是將四種不同的歸因理由當成單選題，參與研究的大學生在讀完情境故事後需由此四項理由

中，選出一項自己會對互動對象（依情境版本不同而異）解釋自己成就的理由，如此，則可以很清楚地

區分內在歸因和外在歸因的效果。這樣的測量方式，雖然忽略成就者可能同時考量不同歸因理由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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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但卻也提供相關研究採另一種角度來看華人對成就謙虛的表現。此外，由於此研究是採情境實驗法，

單選題的設計其實更貼近真實的人際互動。因為成就者在面對他人的讚美時，回應對方自己成功的理由

常常是一整體概略式的表達，例如「運氣啦」或「我很努力啊」。會一項一項針對「能力」、「努力」、「運

氣」和「作業容易度」分別作評量，則應該是發生在成就者私下分析自己為什麼會成功的情況。因此，

單選題的設計可能更適合本研究所採的情境實驗法，以探討真實人際互動時成就者如何對他人解釋自己

成功的原因，而其缺點是可能限制了大學生對自身成就歸因內容的想法和表達。 

雖然本研究是採紙筆測量的情境實驗法，研究所獲得的結果，僅能看成是研究參與者在虛擬情境下

的想像反應。然而，以情境故事編製的研究方法，有其在施測和資料分析時的方便之處，且透過設身處

地的情境想像，研究參與者其實並不會隨意亂答。因此，依此方法所獲致的結果，雖是屬於對相關情境

應該如何回應的想像，但仍應具有高的可推論性。不過，不可否認的，以情境實驗法來進行研究也有其

限制，特別是為了使研究結果明確，常常會刻意控制操弄的情境，使之盡可能單純。但這樣的情境設計

卻可能和真實生活中人們的實際互動有所出入。例如真實生活中可能不像研究設計描述的只面對好友一

人的單純情況，而是碰到好友時還混有其他非關係親近者在場；或者是雙方的互動並非私下，而是多人

在一起的公開情境。在這類真實的社會互動情境中，成就者表現出來的歸因方式和歸因動機，可能就牽

扯到更複雜的心理歷程，而需要再做進一步的研究分析和探討。 

三、未來研究的建議 

總結來說，本研究的結果，雖可以有助於我們釐清過去文獻對華人大學生在公開表述自我的成就

時，究竟是自我增進或謙虛的爭論，但仍應該注意的是此研究是以「個人」的角度出發，來探討大學生

在面對不同的關係對象時，會如何對自身的成就做歸因。然而，由於儒家文化不若西方文化是以個人獨

立的「自我」為界線，而是常常將和自己親近的他人納進自己的「大我」中（李美枝，1993）。因此，

個人的成就常常不僅僅是個人的成就，也是可以納入此「大我」中的他人的面子之所繫。因此，換個角

度來想，大我中的成員（父母）在和別人互動時，對於家人（子女）的成就是否同樣會表現謙虛，則是

個有趣的議題，值得未來的研究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另一方面，本研究認為華人大學生雖然習於對自己的成就表現謙虛，但此並不意謂其不會或不需要

自我增進以提升自我的感受，而是這種狀況必須是在面對情感親近的家人或好友之間。然而，可以再進

一步細問的是：謙虛難道是東方社會的專利？西方文化中的個人難道就不會表現謙虛？未來的研究可以

針對東、西文化下成長的個人在面對不同人際關係對象時，對自己的成就會、否表現謙虛，以及其背後

的動機如同理心和社會規範的約束效果有無不同，做進一步的比較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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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how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for their success was affected by the 

type of achievemen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their modesty orientation. Two 

hundr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nd 19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dopting scenario 

experimental method, this study manipulated the variables of “threat of successful event” and “closeness to the interacting 

target” in an achievement of horizontal distinctiveness.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participants’ choice of attributional 

reason and motivation, in addition, their modesty scores were measured as well. The results of χ2 analyses showed that when 

the success was a threat to the interacting target, participants would attribute their success to “luck” with a motivation of 

“empathy”. When the achievement was not a threat, participants would attribute their success to “effort” and “ability” with 

intimates with a motivation of “sharing glory”, but to ”luck” with acquaintances with motivation of “obeying social modest 

norm”. Moreover, the results of t-test revealed that when the success was not a threat to the intimate, the modesty orientation 

scores of those who attributed their success to external facto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ho attributed their 

success to internal factors. 

KEY WORDS: closeness of relationship, horizontal distinctiveness,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modesty, threat of event. 


